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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深入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 

态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为民谋利为基点和归宿，科技进步为支撑，生态治理为保障，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 

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思想。邓小平的生态环境思想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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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检验一 

个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 

重要标志。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 

程中，一直十分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以马克 

思主义者的雄才大略和独特的理论勇气与求实精神， 

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为 

核心的生态环境思想。邓小平的生态环境思想具有高 

度的前瞻性、全局性和现实性，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 

光辉。 

一、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产生的 

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 

(一) 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首先，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 

际背景。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政治革命以来，人类 

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里说， “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 

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 

多，还要大。 ” [1](277) 然而，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突 

飞猛进，人类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并不断恶化， 

生态环境带来的问题日渐凸显，人口爆炸、粮食危机、 

资源枯竭、能源匮乏、环境污染等已经成为席卷全球 

的生态危机。它表面上直接危及到人类的身心健康和 

生活方式， 导致生态失衡以及一个个生命物种的灭亡； 

从长远看，它将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 

变革乃至影响人类生态文明的走向，威胁和挑战人类 

前途。环境问题因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危害程度的严 

重性，以及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已日益引起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 [2]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邓小平不 

失时机地提出了以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 

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思想。 

其次，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是在指导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总结我国急于求成发展的 

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生态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 

形成的。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执行 

“以粮为纲”的片面指导方针与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 

规律的政策，只考虑人的吃饭问题，忽视了环境的承 

载能力，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风沙、 

水旱等自然灾害，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如何在促进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成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关心和思考的一件大 

事，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内历史背景，在邓小平的关怀 

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进行了 

生态环境的“拨乱反正” ，主张人口、资源、环境和经 

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党的十四大还把加强环境保护 

列入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在 

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实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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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生态思想。 
(二) 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它 

的产生不仅是消解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和国内不断恶化 

的生态环境等现实原因的迫切需要，而且有其深广的 

理论来源，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续承以及对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生态智慧的广泛吸收和借鉴。 

首先，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续承了马克思主义生 

态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休戚与共的思想。马克 

思主义唯物辩证地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休戚与 

共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是“自 

然之子” ，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 “人并不是上帝 

创造的，而是在大自然中孕育而生的，是自然界长期 

进化的产物” [3](63) ； “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同自然界的联 

系，也就是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 [1](67) ；而且“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物质前提，人首先依赖于自然” [3](63) ； “没有自 

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 

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 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 

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4] 。 

可见，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离开清洁的 

空气、干净的饮水、无害的食物和适宜的自然环境， 

人类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生 

态观认为，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虽然“人 

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 

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 

欲望存在于人身上” [5] ，人类可以借助这种力量改变 

自然， 使自然变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人化自然” 。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 

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 

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 

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 

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6] 。邓小平的生态思 

想正是在续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针对我 

国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实践，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 

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次，邓小平思想广泛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发 

展史上的生态智慧。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在实践 

中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人类文明发展史 

上的各种自然观内在地凝聚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 

深刻认识和辩证把握，蕴含着丰富的值得推崇和弘扬 

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比如，人类早期基于对神秘 

的自然力量的敬畏与迷信所表现出人类对自然之母 

“又爱又恨”“又惧又畏”的神话自然观；古希腊摆脱 

神秘力量并以整体的视角审视和关照人与自然关系的 

朴素自然观；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中 

体现出的不违天，不违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 

一体，道家文化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的有机整体自然观；佛教文化的“天地与我同 

根，万物与我同体” ；伊斯兰教文化的真主创造万物， 

并使万物各得其所，协调有序，相互依存，人是自然 

万物中的一员，人要敬爱自然并与自然相依为命等思 

想，都无一例外地折射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 

的一部分，人要敬畏和顺应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生态智慧。另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因生态环 

境问题凸显而兴起的各种新兴生态理论如生态政治学 

理论、生态伦理学理论、生态社会学理论等都是邓小 

平生态环境思想不可或缺的宝贵遗产和丰富养料。 

二、邓小平生态环境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为民谋利：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基点和 

归宿 

紧紧围绕“人民利益”开展一切工作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伟大领袖，他深知，只有“那些给绝大多数人 

带来幸福的人才是最幸福的” [7] 。因此，他在开展生 

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工作时，始终把“为民谋利”作为 

其基点和归宿。他指出，各项工作包括农业、能源、 

人口、环保等基本问题“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 

裕幸福，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1981 年  2 
月 24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 

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 “长期以来，由于对环境 

问题缺乏认识以及经济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生产建设 

和保护之间的比例失调，……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 

环境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981 年七八月间， 

四川省发生特大洪灾，波及 135个县、市，1180多万 

人口的广大地区，直接经济损失 10多亿元， 这都是由 

于上游山区的毁林开垦和森林的过量采伐，生态平衡 

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的。水灾过后，邓小平提出了全民 

义务植树的倡议，并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1982年 
11月，邓小平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大会 

题词：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人民。 ” [8](21) 1982 
年 11 月 15 日邓小平会见来京参加中美能源、自然资 

源和环境会议的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时指出： “我 

们准备坚持植树造林，坚持它二十年，五十年。…… 

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 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 

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所以叫‘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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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水土流失造成的。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 

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 

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 

变化。 ” [9] 1983 年 3 月 12日， 邓小平到十三陵水库参 

加植树活动，告诫植树的全体同志： “植树造林，绿化 

祖国，是件大好事， 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 

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 

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 [10] 

此外，邓小平还坚持生态环境建设和富民创收相 

结合的原则，主张建设、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 

开发旅游资源， 追求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造福人民。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对旅游总局和民 

航总局的负责人讲， “民航、旅游很值得搞” ， “以发展 

旅游为中心” ， 搞一个综合方案。 他当时还算了一笔帐， 

一个旅游者 1 000美元，接待 1 000万个旅游者，就可 

赚 100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 50亿美元。 

邓小平对国务院相关领导同志说： “旅游事业大有文章 

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赚钱多，来得 

快。 ” [11](116) “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好的山水，被 

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 ” [8](21) 1979 
邓小平去安徽视察工作时，对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的 

有关负责人说： “这里(黄山)发展旅游是个好地方，是 

你们发财的地方。省里要有个规划，外国人到中国旅 

游，有时花钱少了还不满意。你们要很好地创造条件， 

把交通、住宿、设备搞好” ， “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 

山旅游的牌子打出去” 。 [11](116) 事实证明，经过 30多年 

的开发和建设，黄山已成为中国旅游的一颗明珠，实 

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成为富民增收的旅游名牌。 

可见，紧紧抓住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生态环境建设、 

开发和保护是邓小平始终坚持的原则。 
(二) 协调持续：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理性选择 

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人口、资源和环境与经济社 

会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首先，节制生育，控制人 

口。丹尼斯·米都斯等科学家在《增长的极限》中指 

出： “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 

更多的人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系统就会被推向 

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 ” [12] 人口 

问题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关系我国现代化建 

设兴衰成败，关系能否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 

协调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幸运的是，早在  20 世纪 
50年代前期，邓小平就对我国的人口问题表现出了深 

深的担心和忧虑，首次提出了节制生育主张。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更是把人口问题置于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和资源有限性的战略高度，审 

视节制生育的重要性。他指出： “人多有好的一面，也 

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 

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 ” [13](164) 邓小平在论 

及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时曾多次提到，人口多是中国 

最大的难题， “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 

制” [14](126) 。否则，人口过多过快增长会给资源和环境 

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巨大压力，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环 

境和生活质量，影响中国“三步走”的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目标的实现，制约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与经济 

社会协调持续发展。因此， “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 

长” [14](112) 。 

其次，尊重并顺应自然，推进现代化建设。长期 

以来，自然从属于“人类” ，自然生态系统被简化并被 

沦为工具性资源，仅仅成为其主人需求和欲望的对 

象 [15] 。我国著名林学家、森林生态学家阳含熙院士曾 

郑重地告诫人类： “自然界是平衡的，天生我‘物’必 

有用，所有生物都是有用的，只是用处各有不同。每 

个生物圈保护区的生物资源都不能破坏，一旦破坏就 

永远无法恢复了，因为物种是不能创造的。所以，要 

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不要把自然当成工具，随便像 

汽车一样，不行再换一个。 ” [16] 邓小平认为，人类应 

该摒弃“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仆观念” ， 应该尊重并顺应 

自然。他从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肯定生态环 

境的价值： “环境和自然资源， 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 

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管理好我 

国的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现代化建设 

的一项基本任务。 ” [17](20) 针对“我国底子薄、人口多、 

耕地少，特别是农民多”的现状，邓小平强调要从人 

口与资源、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出发，对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远景规划，他指出要“真正 

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 

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 [13](356) ， 

从而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同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的关系。 

再次，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和保护相结合，彰显 

生态环境的地位和作用。 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邓小平深刻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和保护相结 

合，彰显生态环境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意义。因为“经 

济增长至高无上的优先性虽然是  20 世纪以来社会发 

展的主要模式，但是任何按指数形式出现的增长到了 

某个时候都必然会趋向于平伏，否则会发展到荒唐的 

程度，即经济增长的同时给自然环境带来难以估算的 

破坏” [18] 。 “生态保护、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人类为了自身利益，过度开采， 

导致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平衡被打破，那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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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社会发展都会受到影响。 ” [19] 1990 年，邓小平 

与中央负责同志就制定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进行 

谈话时，就把生态环境的保护置于与国民经济发展的 

核电、油气开发、铁路公路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他 

指出： “对这次统一思想， 是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 

规划，我完全赞成。……核电站我们还要发展，油气 

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 

要。 ” [8](363) 邓小平还敏锐地洞察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减少自然灾害、拓展生存空间对中国社会发展的 

战略意义，因此，早在 1978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 

的倡导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在我国西北、华 

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 

林工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邓 

小平还十分重视林业建设，他强调要“坚持一百年， 

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17](39) 。党的十 

四大把加强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明确指出 

“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 

矿藏、森林、水等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 。邓 

小平确立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 

展的思想，充分展现了他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努 

力、勇气和智慧。 
(三) 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有益支撑 

邓小平主张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生态环境的建设 

和保护。他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表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仅是推动经济 

发展的引擎，更是改善生态环境、控制污染的有益支 

撑。正如美国学者伊夫林·舍克所指出的： “技术已给 

我们的生活与时代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它在各个领域 

的挺进已日益地改变、修正和更换着我们的环境，我 

们的面前呈现出一个可供行为与选择的迥然不同的世 

界。 ” [20] 邓小平认为，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丰富 

多样的劳动资料，更需要其生物劳动对象的变革及其 

与生态环境系统适应。 他指出， “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 

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 [13](28) ； “科 

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 [8](312) ； “农业的发 

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 

无穷无尽的” [8](17) 。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生物技术， 

主张通过科学技术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提高粮食产量 

和质量，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 

发展，1983 年，他和胡耀邦等同志谈话时强调： “提 

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 

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 ” [21] 

“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 “将来农业问题 

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技术来解决，要靠尖端技 

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 [8](275) 。为了达 

到既保护环境又增产增质，邓小平要求通过科技发展 

和科技进步，研制出安全农药取代高毒低效的农药， 

发展绿色农业。 因为高毒低效的农药不仅会带来土壤、 

水源、空气污染，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而且 

会影响粮食食用安全，危害人类健康。因此，邓小平 

积极主张依靠科技发展和科技进步建设和保护生态 

环境。

(四) 生态治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重要保障 
20 世纪 70 年代，面对中国开始显现的生态环境 

问题，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 

生态治理，而生态治理需要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强有力 

的法律保障与制度约束。邓小平主张将生态环境的建 

设和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以强有力的法律措施 

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法治化、制度化，做到有章可循 

和有法可依。1981  年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出了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同年 9 月 16 
日，邓小平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谈话时指出： “是否可 

以规定每人每年都要种几颗树， 比如种三颗或五棵树， 

要包种包活，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 

罚。国家在苗木方面应给予支持，是否提出个文件，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或者由人大常委会通过， 

使它成为法律，及时施行。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 

法。 ” [22] 1982 年 12 月 26 日他对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 

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这件事(指植树造 

林)， 要坚持二十年， 一年比一年好， 一年比一年扎实。 

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 

度。 ” [8](21) 我国第三次修订后的宪法中明确规定： “国 

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在邓 

小平的重视下，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不仅首次被提升 

到了宪法的战略高度， 而且在此基础上我国先后制定、 

颁布、实施了《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 

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这些法律法规，对建设、保护、开 

发和利用整个生态环境及其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 

保障。在邓小平的关怀和倡导下，1987年，我国的环 

境保护局被提升为国务院管理的副部级单位，为环境 

管理制度和规范的制定以及执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 

障，这样就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 

和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实施。 

三、小结 

邓小平以为民谋利为基点和归宿，科技进步为支 

撑，生态治理为保障，旨在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 

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思想，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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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 

重要结晶，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理论上， 

邓小平的生态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提 

供了丰富的理论养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 

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上，邓 

小平的生态思想为我国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是新时期实现我国人 

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思想保证，对于我国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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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Deng Xiaoping’s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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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ng Xiaoping thought deeply 
about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which Deng 
Xiaoping  carried  on, h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its  basic  point and  the  end­result was 
benefiting the people; its support w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ts guarantee was ecological management, 
and  its core was  to realiz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Deng’s idea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ill shines with the brilliance of the truth.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logical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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